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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公共物品提供，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提供

主体，是具有自身制度底色的“联动网络”，不同于乡村的“连带群体”和欧美的“公民传统”。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使社区参与者之间形成“联动网络”，以“协商治理”实现供给轨道的

多元化，打造出“需求满足型”社区治理景观。以“社区公共物品”为载体，结合“联动网络”的

组织优势和“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摆脱“矛盾转移”困境，使城市基层治理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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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主要特征，人

与人之间的组织结构、交往模式都在远离“田园

诗与狂想曲”［1］(P2)。人口不断聚集到城市，城市

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社区是城市的

基本单元，是城市治理的底层支撑。如果说 20
世纪的中国是“乡土中国”［2］(PⅡ) ，那么 21 世纪的

中国将是“社区中国”。伴随着这种变迁，基层

治理的主要内容也从“村庄治理”转变为“社区

治理”。亚里士多德说过:“相当的物质条件是

政治团体的前提。”［3］(P43)
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

上是围绕社区公共产品提供展开的。蔡丽丽

(Lily L． Tsai ) 认 为，“连 带 群 体 ( solidary
groups)”［4］(P4)

是中国乡村获得村庄公共物品的

主要变量。帕特南(Ｒobert D． Putnam)指出，“公

民参与网络”［5］(P226)
是欧美城市社区的“社会资

本”，使其获得社区公共产品。处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中国城市，“连带群体”相对弱化，“公民参

与网络”尚未成熟，为什么能够获得社区公共产

品呢?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

和政治架构相同的社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

治理景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为什么城

市基层治理能够运转起来?

一、治理绩效:“需求满足型”与“矛盾转移型”

( 一) 背景转换: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
中国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农耕帝国”绵

延两千多年。村庄是帝国的细胞，王朝的繁荣

以村庄的繁荣为基础，马克思将东方村庄称为

“自给自足的公社”［6］(P415)。“村庄治理”依靠

亲属网络获得公共物品，处于“皇权不下县”的

状态。尽管经历过 20 世纪的社会革命，村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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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有机体”。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城市人

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治理难度

不断增大。治理背景发生重大转换，从“单位

中国”［7］(P2)
转变为“社区中国”。单位调控、街

居托底是“单位中国”时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特

色。居民是生产活动由单位调控，家庭生活和

社会治理由街居协助。1978 年以后，相继进行

的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和居民获

得工作的自由选择权。居住权的改革，使居民

获得自主购买房屋的权利。由此，社区中国的

进程开启。
城市基层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是“社区

中国”到来的直接反应。“社区”是城市空间的

细胞，是居民生活的中心，是评价城市治理的直

接载体。其 治 理 成 效，首 先 表 现 为“治 理 景

观”。城市之间，街道之间，社区之间，都有不

同的治理景观。有的治理景观获得居民称赞，

有的则广受批评。在上海，两个经济发展水平

一致，政治架构相同，各个条件都非常相近的两

个街道，却拥有两种不同的治理景观。S 街道

正在向“人文社区”迈进，W 街道对流动摊贩的

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在成都，两个临近的社区，

C 社区居民自发改造居住环境，自发组织社区

活动，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很高。K 社区尽管

基础设施较好，却苦于环境卫生问题，居民往来

很少，彼此之间较为冷漠。这是两种不同的治

理景观，前一种是“需求满足型”，后一种是“矛

盾转移型”。之所以称它为“矛盾转移型”，是

因为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迫于压力，会被转移

到其他空间和时间。
( 二) 治理景观: “需求满足”型与“矛盾转

移”型

S 街道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它主动满足居

民需求，打造了一个“需求满足型景观”，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了解学生需求，创设校园大排档。T 大学

是上海市著名高校，由于学校餐厅供餐时间较

短，加上口味单一，在学校大门口附近出现了不

少流动摊贩。这些流动贩卖点既影响交通，又

影响市容环境。S 街道的整治，并不是一味地

采用高压手段，驱赶流动摊贩。经过对摊贩的

摸排以及对学生需求的掌握，街道与大学协商，

提出建立校园大排档的方案，从源头上解决乱

摆摊的问题。学校考虑之后，主动与街道协商，

在学校餐厅开设校园大排档，并且主动调整价

格，开发出学生喜爱的食品。变堵为疏，街校联

动，以需求为导向，街道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

校园门口，营造了一个需求满足的校园排档。
满足居民愿望，营造人文社区。地铁从 S

街道的辖区穿过，其修建对居民的房屋产生一

定的影响。在其他街道，由于忽视居民诉求，导

致居民常常到区里甚至市里上访，影响政府工

作的顺利进行。S 街道借助辖区内的知名建筑

企业，主动对居民房屋进行定损，出面与地铁企

业协调，辖区内没有出现上访户。物业服务困

扰是“老公房”社区的棘手问题。居民委员会

无法协调业主委员会，导致物业问题的处理难

上加难。街道把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产品作为

自己的主要目的，使居委会干部主动进入业主

委员会，在物业服务顺利提供以后，再顺利退

出。满足居民对基本公共物品的诉求以后，S
街道开始提升人文关怀，打造人文社区。生活

困难的退伍老兵、残疾人以及其他因病致贫的

社区居民，都会受到街道的救济。这得益于街

道成立的“救助金”，依靠辖区内的企业捐助，

街道进行有效的民政救助，为困难居民提供福

利型的社区公共产品。“硬件保障，软件提升”
是街道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思路。为了

进一步提升居民满意度，街道借助原有的环境，

主动提升人文气息，如打造“林荫大道”、“居民

绘画墙壁”。
S 街道的治理景观是“需求满足型”的，它

的社会治理是基于居民诉求。与此相反的则是

W 街道。W 街道辖区内也有一所知名大学，其

流动摊贩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高压手段之

下，摊贩在附件来回转移，遇上重大检查，流动

摊贩又集体消失，形成了独特的“时空转移型”
治理。除此之外，由于存在不少老公房，W 小

区的物业服务也非常差，垃圾常常堆在大街上，

严重影响了市容环境。
这种治理景观的差异，不仅仅在表现在上

海。北京、成都、南京等城市，都存在这种治理

景观的差异。景观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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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差异。
( 三) 治理绩效: 多方评价与唯上评价

城市基层治理绩效的科学评价，需要综合

考虑各方参与者。“需要满足型”景观背后是

“上下互评，多方评议”的机制。居民、社区干

部、街道干部三方互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甚至邀请了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多重评价

提升了治理绩效。评价结束后，街道或者社区

工作及时做出调整，突出居民导向。“矛盾转

移型”景观所在的街道或社区，常以“上级政

府”的要求为导向，由于要求缺乏具体的操作

指南，使其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经常带有盲目

性。以上海为例，部分街道购买公共服务时，缺

乏对居民诉求的了解，出现了“出力不讨好”的

状况。采用多重评价的社区则实现了“精准治

理”。多重评价的开展，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

使其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居民自治顺利开展

起来。通过居民自治，社区公共产品部分实现

“自我供给”，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

时，由于居民自身参与社区治理，其满足感、获
得感不断增强，巩固了党在基层的社会基础和

群众基础。

二、供给转变:“社会劳动”与“社区经济”

治理绩效的评价，以社区公共物品提供为

前提。从社区公共产品的角度看，治理景观的

差异就是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治理绩效

较好的社区能够借助“社会劳动”和“社区经

济”增加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治理绩效较差

的社区则仅仅能够获得城市的基础公共物品和

自身购买的服务。为什么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

会产生差异呢? 处在同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相近，基层组织架构也相同，那到底是什么因

素促使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分化呢?

“关联物权”是“社区中国”的物质前提和

空间基础。要寻找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

我们首先应了解社区同村庄和单位的区别。村

庄和单位是生产相近、生活相连的统一体，社区

是由商品房的购买者—业主所组成的。其组成

的前提是对拥有商品房的产权。居民之间彼此

连接的直接纽带是相互关联的房屋产权，我们

称之为“关联物权”。［8］(PP72-73)
随着生活的不断

融入，居民彼此之间相互熟识，一些居民为社区

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比如，一些阿婆给社区

内的婴幼儿编织鞋袜，这些劳动生产出来的产

品或服务，并不是商品，而是一种“互惠”，因此

被称作“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是劳动生产

过程的非商品化，“社区经济”则是将商品转化

为社区公共产品。在北京、上海和成都，一些企

业将自己的产品长期间免费在社区推广，并提

供其他服务。“社区银行”是目前相对比较成

型的社区经济。社区义工通过志愿活动，可以

换取“社区银行”里的物品。城市社区中，尽管

不存在“亲缘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也尚未成

熟，却存在以“关联物权”为基础的“社会劳动”
和“社区经济”。

( 一) 关联物权: 居民相连的产权基础

商品房产权是社区开始的起点。住房商品

化改革以后，城市居民自由买卖房屋，居住空间

可以自行选择。在村庄和单位大院，生产与生

活紧密相连，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组成一个

“熟人共同体”，邻里之间相互守望、相互帮助，

社区充满了“人情味”，形成“温度社区”。房屋

产权改革以后，社区组成的相对复杂，受制于交

往规模、时间成本等因素，社区交往薄弱，缺乏

温情，形成“冰冷社区”。因此，城市社区首先

是地理意义上的。关联物权是提升社区温度的

支点。尽管城市社区不像村庄和单位大院那样

直接建立起互动关系，但是提升社区温度还是

有支点的，这就是“关联物权”。
( 二) 社会劳动: 社区公共产品的社会化生产

社会劳动提升居民参与。在居民区中，有一

部分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起“夕阳编织队”、
“社区酵素坊”、“爱心工艺屋”。与商品化生产

不同，这些居民生产的劳动产品并不是用于商品

交换，它是一种“社区礼物”。一些社区老人为

社区内外的儿童编织鞋帽，收到微笑和满意。以

社会劳动为纽带，居民组成“草根组织”，共同参

与社区公共事务。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潍

坊新村，涌现出一批社会劳动的参与者，他们形

成不同的“微组织”，在楼道内建立起“暖心角”。
楼道内的每个人可以在“暖心角”歇息，更重要

的是楼道内的每个家庭建立起一种互动，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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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家庭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参与平台。当然，

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楼道为单位或者

以兴趣单位的社会劳动组织，它们在生产“社区

礼物”的同时，也在自发的组成“草根组织”，为

居民自治搭建起了桥梁。
社会劳动提升社区治理。社会劳动的过

程，是居民相互需要结合的过程。“社区礼物”
的接受者，对社区公共产品有需求;社会劳动的

参与者，也就是“社区礼物”的生产者，有被他

人认可和尊重的需求。这个过程中，生产者之

间，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都会形成温和的互

动，形成“人际关系的再生产”，为营造公共空

间创造前提。社会劳动产生“治理达人”。社

会交往具有规模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不

是完全直接的，社区治理需要“治理达人”来协

助完成。单靠书记 /主任两个“班长”，无法真

正实现社区治理。社会劳动越有规模，其组织

者也就越有可能成为“治理达人”，为社区治理

创造中层传递。
( 三) 社区经济: 商品转变为社区公共产品

社会劳动直接以“社区礼物”的形式形成

社区公共产品，社区经济则要经过商品化生产

的阶段。与社会劳动不同，社区经济提供公共

产品的过程，需要先经过商品化生产，随后再以

社区银行和社区商店的形式提供给居民。社区

银行增加社区治理的现代元素。通过对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学习和借鉴，“食物银行”、“时间银

行”等社区治理的现代元素不断融入当代中国

城市基层治理当中。北京、上海、成都的部分社

区已经开始“食物银行”和“时间银行”的探索。
商店内无法卖出又比较新鲜的食物，扔掉非常

可惜，又找不到其他较好的渠道。社区购买食

品储存设备，居民拿取食物则要用储存在“时

间银行”内的“义工小时”来换取。社区商店则

直接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

三、轨道多元:“合作轨道”
与“公益轨道”的作用

供给差异是对治理景观差异的进一步解

释，那么回到当初的两个问题，我们发现第一个

问题还没有正式得到解答。在血缘网络淡化，

公民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的中国城市，为什么居

民能够获得社区公共产品呢? 初步的解释是供

给轨道，前面已经从治理绩效、供给转变两个角

度解释了治理景观差异的初步原因。供给轨道

的普遍存在，使中国城市居民获得基本的社区

公共物品。供给轨道的分化，造成供给差异，社

会劳动和社区经济运转良好的城市基层，能够

获得更多更好的社区公共产品，从而形成不同

的治理绩效，最终表现为治理景观的差异。

图 1 治理景观差异机制

( 一) 基础轨道: 政策轨道与市场轨道

政策轨道和市场轨道是社区公共产品提供

的基础轨道。政策轨道为社区提供标准化的社

区公共产品，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中心

是标准配置的三个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点。诸

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

综治中心、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则由各街道或镇

来自行设置，不同的街道侧重不同。从上海的

实践上看，街道自行掌握和设置的四个中心，比

较偏重文化活动中心和生活服务中心。这是因

为在大都市，大部分社区都缺乏活动空间，必须

要由街道出面修建或租用一定的场所，为居民

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

化和父母工作，造成老年人生活不便和幼儿托

管困难，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多偏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和幼儿托管中心。政策轨道是城市居

民获得社区公共产品的标准轨道。中国农村

中，存在着血缘亲属网络，传统的宗法关系依然

发挥着功能，能够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欧美

发达国家城市中，通过公民参与网络，能够借助

公民组织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城市社区则通过

政策轨道，获得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北京、上

海、南京、成都等城市，已经成立社区公益基金，

为居民自治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 二) 多元轨道: 合作轨道与公益轨道

合作轨道和公益轨道拓宽了社区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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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轨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合作轨道常

见的形式。由于政策轨道是标准化供给，难以

适应社区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向专业社会组织

购买公共服务则成为不错的选择。以上海市杨

浦区延吉街道为例，街道出资建立起三个“睦

邻中心”，为居民提供活动空间和其他公共产

品。由于缺乏专业的社会组织，延吉街道自身

成立起两个枢纽型社会组织，一方面培育自身

的社区组织，另一方面由它们负责联系专业的

社会组织为居民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社会组

织，老人获得专业的照顾，居民根据自己的兴趣

加入到“舞蹈班”、“书法班”等活动当中，居民

参与感、幸福感提升。虹口区曲阳街道在成立

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的基础上，直接购买社会组

织的服务，由社会组织为老人提供送餐和日间

照料服务，同时成立儿童活动中心，负责儿童托

管。不论是直接购买还是孵化培育自身社会组

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也正在蓬勃发

展。上海知名的社会组织“绿主妇”被多个社

区邀请，为居民传授环保知识和技巧。
公益轨道是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另一个重

要轨道，目前主要有公益基金会、社区基金会、
社区自治金等形式。公益基金会通过企业和社

会捐赠筹集资金，然后以公益项目的形式为居

民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社区基金会则是在居

民区成长起立的微型社会组织，它的资金来源

于街道拨款、社会捐款、居民缴款以及社区的广

告营收收入。长沙、西安等城市的一些社区基

金会，启动“美丽阳台”、“温馨家园”等项目，用

来美化社区环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一些社

区基金会，举办“星之光社区报”、组建“老年乐

队”等活动，用来提升社区人文气息。

四、联动网络: 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

政策轨道和市场轨道，是解释中国城市社

区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变量。多元轨道，

是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差异的重要变

量。从社区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社区治理的

差异就是供给轨道的分化。为什么会产生供给

轨 道 差 异? 帕 特 南 的 回 答 是“公 民 传

统”［5］(PP157-158)。在中国，显然并不是公民传统。
社区内部，以关联物权为基础，居民不断熟悉，

可以使社区成长为一个“生活共同体”，邻里之

间互相照看孩子，互相帮忙，形成“均衡互惠”。
社区外部，借助同情心

［9］(P6) ，居民可以从社会

上获得其他资源，这些组织并不要求回报，形成

“非均衡互惠”。“联动网络”是多元轨道的支

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轨道多元的社区，其背

后是“联动网络”，主要有“党群联动”、“政社联

动”、“三社联动”等几种形式。
( 一) 互惠规范: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情感

载体

均衡互惠是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情感载

体。城市社区以关联物权为基础，以相互交往

为媒介，社区演变为成生活相关的“地域共同

体”，具备“地缘网络”的特征，同样具有均衡互

惠的功能。在成都市，一些社区开辟“社区菜

园”，设置“敬老菜”、“爱心菜”、“互换菜”，主

动增加居民之间的互相往来，体现社区对老人

的关心。这是借助“蔬菜”使居民相互熟悉，从

而使他们成为均衡互惠的社区成员。均衡互惠

使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享社区”，社区公

共物品大大增加。居民自发美化环境的行为，

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提升了社区的基

础设施和人文环境;邻里之间互相照顾，使社区

获得居民自行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加了居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社区治理已经运转起来。非

均衡互惠是均衡互惠的扩展，是联动网络存在

的情感依据。与均衡互惠相比，非均衡互惠超

出了社区的范围，延伸到街道甚至是整个城市。
社区的改善和发展，本质上是社区公共物品的

改善和发展。除了居民自治带来的公共物品的

增加以外，社区外部的供给也异常重要。非均

衡互惠为社区和社会提供连接渠道。这里的社

会，指的是社会上的个人与其他组织。出于对

社区发展的关注和关怀，社会上的个人、学校、
企业会为社区提供不同形式的公共产品和服

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不会直接反馈给提供者任

何回报，这种互惠是不均衡的，不是有来有往，

其提供的前提大多是情感上的。
(二) 联动网络: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载体

联动网络是社区治理差异的根源。社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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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差异，最直观的表现是治理景观的不同，其次

是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发

现了供给轨道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挖掘，我们发

现社区治理差异的根源是联动网络。与欧美国

家不同，他们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公民组织，诸如

各种协会、俱乐部等。在中国，国家借助政党网

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市场化进程改革以

后，“单位中国”的调控链条已经不断变化，个人

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但是单位制下的基层政党组

织和政府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组织并未完全消解，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底色依然存

在。社区党支部和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的基

础网络，这是社区居民都能获得公共产品的组织

保证。在全国各个城市，都能找到党的基层组织

和居民自治组织。除了市场轨道，社区公共产品

最基本的供给轨道就是政策轨道，它借助基层党

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完成。联动网络是社区治

理差异的根源。基础网络的存在，保证了社区公

共产品能够从政策渠道获得。限于政府财政资

源的有限性，政策轨道供给也非常有限甚至无力

顾及。治理绩效较好的社区，除基础网络之外，

还存在联动网络，“党群联动”、“政社联动”、“三

社联动”是其主要形式。借助联动网络，社区内

部能够实现居民自治，增加社区公共产品的自我

供给;同时，能够借助党组织、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获得公共产品。

图 2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五、协商治理: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模式

从社区公共产品的角度看，联动网络为社

区治理运转起来提供关键支撑。一个国家的城

市基层治理，必然会带有国家自身的民族特性

和制度底色。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党组织

和群众组织逐步建立，党支部和居委会成为中

国城市的基础网络。“单位中国”时期，社区党

支部和居委会的功能相对弱化，由单位对个人

生活和公共生活进行调控。市场化改革以后，

单位逐渐消解，居民对房屋的居住拥有自身的

选择权，以“关联物权”为基础的社区逐渐成为

城市空间布局的新载体。党支部和居委会是

“社区中国”的基层支撑。党支部在社区治理

中扮演着核心引领的角色，它以基层党建为途

径向社区提供公共物品。居委会承担一定量的

行政性事务，并具有居民自治的性质。社区公

共事务和公共产品的承担者天然的是社区党支

部和居委会。同时，街 /镇党工委、街道办或镇

政府也一直在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从这个角

度上看，基层治理都能够有效维持。然而，基层

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社会等几种力量形成“联动网络”的社区，其社

区治理绩效远远好于其他社区。
( 一) 核心引领: 城市基层协商治理的驱动

基层党组织引领其他基层组织，形成核心引

领。党支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俱乐部，它是执政

党网络的最基层组织，直接与居民发生联系，具

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也

有传递功能。居民的意见和诉求，能够被党支部

传达到街镇层面。居委会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甚

至更加有效。街镇经过协调以后，将自身掌握的

财政资源向社区下发，其提供形式有通过“社区

中心”的集中提供，如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的

“睦邻中心”;有通过“社区项目”的分散提供，如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的“两小项目”和上

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的“自治金”项目。在这

个过程中，“党群协商”、“党政协商”保证了社区

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表

达意志，引领社会组织和社工服务社区，形成联

动网络。基础网络保证居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

社区公共物品，联动网络则使基层治理运转起

来。党组织引领居民，使社会劳动和社区经济规

范化;引领社会组织，使公益轨道和合作轨道常

态化;引领社会、社区、社会组织，使社区治理现

代化。总之，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是城市基层

治理运转起来的一把钥匙。
( 二) 协商治理: 城市社区运转起来的动力

协商治理是城市社区运转起来的动力。以

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

相互联动，相互协商，共同满足居民诉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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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层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

社区治理绩效。“参与组织化”是协商治理的

前提，是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背景。欧美社会

城市治理的参与是高度个人化的，由不同的俱

乐部组成。而中国社会党政部门、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之间的联动，不是选举式的，而是协商式

的。欧美城市基层治理依靠选票，中国城市基

层治理依赖会议。以会议为载体，居民与组织

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协商，做出决策，形

成“联动网络”，拓宽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轨

道，增加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类型。
核心引领，协商治理是使基层治理运转起

来的关键。帕特南认为，“强社会、强国家”的

支撑是“公民传统”，我们的发现却是“参与组

织化”。这种参与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础，

进入组织或创建社会组织。在党组织的引领

下，与其他组织相互协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

能。帕特南将“公民传统”视作历史馈赠的“社

会资本”，蔡晓莉认为历史留给中国农村的“社

会资本”是“连带群体”，处于城镇化背景下的

中国城市基层，似乎陷入“连带群体”和“公民

传统”的巨大裂缝之中。事实上，中国城市中

的基层组织，是被遗忘的“社会资本”。新的社

会组织出现以后，它们能够相互适应，相互协

商，组成“联动网络”，为城市提供社区公共物

品，使基层治理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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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Motion:Associative Network
and Community Public Goods Supply in China

LIU Jian-jun ＆ SUN Yang-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public good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goods in the Chinese urban community is the“associative network”with its own system，which is different from“solidary
groups”in the country and the“civic traditions”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at the core
of the leadership allows the participants to form“associative network”;by means of the governance of consultation，it is pos-
sible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nnels，and create a landscap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eaturing“demand
satisfaction”． Taking“the community public goods”as the carrier，combined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associative
network”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 of“consultation governance”，it is possible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transfer con-
tradiction”，and to set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mo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public product; associative network; consult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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